
渝西石刻之于方志史料价值举隅 ①

杨　梅

　　提　要：石刻文献是编纂地方志书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。历代方志编纂者借助石刻资料，取得了丰硕的成
果，但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。今以渝西石刻为据，对其中所涉明代地方官之姓字里籍、科考仕宦等进行梳理，

以校补方志之讹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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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志书者，地方之全史也。地方志书编纂由来已久，其起源可追溯至汉光武帝刘秀下令编

写 《南阳风俗传》①。自宋以降，方志编纂体例趋于定型，志书大量增加，及至明清，举凡府、

州、县，俱有其志。纂修地方志书，石刻碑文是可靠的文献资料之一。重庆境内石刻以渝西地区

为最，方志编纂者借助该地区石刻资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，但由于方志编纂工程浩大，所涉文

献资料浩繁，参与人员众多，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。今以渝西石刻为据，对其中所涉明代地方官

之姓字里籍、科考仕宦等进行梳理，以校补方志之讹漏。不妥之处，敬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　以石刻考地方官之仕宦履历：范府
范府，明正德二年 （１５０７）举人③。范府之仕宦履历，乾隆 《贵州通志·人物·乡贤》

有载：

范府，字季修，贵阳人，正德丁卯乡举，授巴陵教谕。贼蓝、鄢起，都御史林俊召致戎

幕，预参机宜，迁遂宁令。奖善良，锄强梗。增修石城，不扰民而功就，擢雅州守。平高继

恩之乱，升重庆府同知。致仕归，与乡人士结溪山诗社，朝夕唱和，著有 《唐山诗集》。其

没也，蜀人哀之。④

范府之任职年份，乾隆志阙如。考四川方志，雍正 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载范府于正德中任巴县

教谕⑤；乾隆 《雅州府志·秩官》与嘉庆 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俱以范府为正德朝最后一任雅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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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“明清以来西南地区佛教碑刻中的儒家文献整理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

１７ＸＺＪ００２）阶段性成果。
参见仓修良：《方志学通论》，方志出版社，２００３年，第３９页。
如光绪 《大足县志·官师》的编纂者利用大足境内石刻材料新增刺史１人，静南军使１人，判官５人，县
令８人，县丞７人，主簿６人，典史５人，教授１人，教谕５人，训导５人；补订了大足县历代官吏之里
籍、衔名、任职年份多处 〔光绪 《大足县志》卷６，清光绪三年 （１８７７）刻本〕。
参见道光 《贵阳府志》卷１５《选举表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贵州府县志辑，巴蜀书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１２册，
第２４８页。
乾隆 《贵州通志》卷２８《人物·乡贤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贵州府县志辑，第４册，第５４５页。
参见雍正 《四川通志》卷３０《职官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 “商务印书馆”，１９８６年影印本，史部，
第５６０册，第６４５页。





知州①；民国 《遂宁县志·职官》载范府于嘉靖初年任遂宁知县②；乾隆 《巴县志·职官》“明

重庆府同知”条阙如③，民国 《巴县志·职官》 “明重庆府同知”下录有范府，列于万历朝之

前，并附注 “据大足县林公碑补”④。乾隆 《贵州通志》与四川方志所载有两处不同：一为范府

任教谕之地，一为范府官职迁除之次第。

（一）范府任教谕之地

关于范府任教谕之地究竟为巴陵还是巴县，可考之民国 《巴县志·职官》所注 “林公碑”。

该碑即刻于大足北山佛湾北段末端之范府书 《林俊诗碑并跋》⑤：

石屋忘年纪，霜松记十围。壮容惊变尽，迂叟是真归。扃小一庄足，名逃百念希。山盘

开池水，新雨厥芽肥。

风雨睡曾着，幽堂重乃心。龙归先有洞，鹿触故成林。遗蜕遭逢际，孤庐恍惚临。更阑

销短烛，凉泪落衣襟。

右二诗，乃太子太保、刑部尚书见素林公之作也。正德庚午，公被召起用，征剿剧贼，巡

抚四川。府时为巴县教谕，幸从事幕下，受教最深。越明年，功成身退，蜀人为立生祠。嘉靖

初，科道交荐，三聘复起。其精忠大节，天下共知，无容喙者。兹累疏乞老，荣归云庄，仰慕

风采，不可得见。近偶蒙寄赐小像，并云庄之怀，诚如久处密林，忽见长天也。携以公行至大

足，闻有奇岩，登摹雅刻，乃大宋太史公范祖禹撰 《赵懿简公神道碑》，上有遗像犹存。遂捐

廪，命匠凿一石洞，以镌公之像；砻一石碑，以刻公之诗。用识蜀人之思，共传不朽云。

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，重庆府同知范府拜书，知大足县事临安唐鳌□。⑥

据该诗碑跋，可知正德庚午 （正德五年，１５１０）范府时任巴县教谕，非乾隆 《贵州通志》所载

“巴陵教谕”。巴陵，岳阳之古称。林俊巡抚四川⑦，应付民变，断不可与远在湖南岳阳的 “巴

陵教谕”共事。且考光绪 《巴陵县志·职官》，有明一代，巴陵县儒学教谕题名亦无范府⑧。因

此，范府任教谕之地，为 《林俊诗碑并跋》及雍正 《四川通志》所载之巴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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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乾隆 《雅州府志》卷８《秩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巴蜀书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６３册，第
５０６页；嘉庆 《四川通志》卷１０２《职官》，巴蜀书社，１９８４年影印本，第３１９６页。
参见民国 《遂宁县志》卷６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２１册，第２７５页。按，民国
《遂宁县志·城池》又载 “正德十年，知县范府易土以石” （民国 《遂宁县志》卷１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
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２１册，第１７页）。
乾隆 《巴县志》卷６《职官》，清乾隆二十六年 （１７６１）刻本。
民国 《巴县志》卷６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６册，第２２２页。
按，民国 《大足县志·山脉》录该诗碑，题为 “明重庆府教谕范府书林总制诗并跋” （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

卷６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１９７６年，第３８４号，第１１０页），然据诗碑末题，此
时范府已任 “重庆府同知”。又据 《明史·职官志四》：“儒学。府，教授一人，训导四人。州，学正一人，

训导三人。县，教谕一人，训导二人。”（《明史》卷７５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４年标点本，第１８５１页）可知明代
并无 “府教谕”之职。由是观之，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之题有失审谛。

按，本文所用大足石刻资料，来自 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与实地考察所得。唐鳌□，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录
作 “唐鳌翔”（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编：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，重庆出版社，１９９９年，第６７页），误。
按，《明史·林俊传》载林俊于 “正德四年起抚四川”（《明史》卷１９４，第５１３８页），然据该诗碑跋，林俊
任四川巡抚在正德五年，则 《明史》所记非是。

参见光绪 《巴陵县志》卷４８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湖南府县志辑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３年，第７
册，第２６３页。



（二）范府官职迁除之次第

范府官职迁除之次第，按乾隆 《贵州通志》，范府以举人授巴陵教谕，次迁遂宁令，再擢雅

州知州，循资次补，最后以重庆府同知致仕。然据四川诸志，范府之履历则多有起伏：先教谕，

次知州，次知县，次同知，其间若未遭贬谪，实有悖常理。范府知雅州与遂宁县究竟孰先孰后？

其中是否有贬谪？或确如乾隆 《贵州通志》所载循资而除？方志与大足石刻俱难征信。幸潼南

大佛寺大佛正殿右侧大佛洞左壁尚存范府题刻一则：

旧游佳处再跻攀，重见民风太古还。灯火耀江浑似画，老倪塞道却如寰。鉴亭秋月人怀

玉，棠树春风我厚颜。寄语后来君子辈，循良端可对斯山。

予昔令遂宁，无遗爱。今自雅州转渝郡，偶以公务至邑。邑多盱儒恋时，而儒者为国名

辅，不可得而见之。独正郎王公养浩林下，得从南津之谈，赋诗为别。状元徐茂元、王汝

"

、赵一元、黄大卿辈，暨耆英对堂教□□姚孝子追□止金马桥，而春元王汝赵、黄峻卿、
席大本、侯继光，拉夏仲魁诸友饮饯女文诗，偕留宿焉。明晨告别及夔送庆□□相迎不可胜
地。其乡话喧腾，灯光斓珊之意。晚至下县，火明如昼。顾暂□□□已久，无足以感君之
者。汝若□□，遂邑士风之古，民心之淳也。邪愧不自胜，因书石以启后之君子诗跻来。

嘉靖二年十月九日之吉旦，赐素渠子范府识。①

据其辞云 “予昔令遂宁，无遗爱。今自雅州转渝郡，偶以公务至邑”及末题 “嘉靖二年十月九

日之吉旦，赐素渠子范府识”，则可知范府先知遂宁，次知雅州；至嘉靖二年 （１５２３），范府已
离任雅州。

（三）范府迁除之年份与行事

如前所述，自正德二年 （１５０７）至嘉靖二年，十数年间，范府依次从巴县教谕除升遂宁知
县、雅州知州、重庆府同知。结合石刻资料、方志文献与史乘，范府迁除年份与行事之大略可考

如下。

正德二年或稍后，范府以举人授巴县教谕。正德五年，林俊巡抚四川，“召致戎幕，预参机宜，

迁遂宁令”。范府于何年知遂宁县？方志未有确切记载。据明代地方官选任制度，范府以教谕迁遂

宁知县，当属破例除用，且与林俊密切相关。《明太祖实录》“洪武三年十二月癸酉”条载：

吏部言：守令职主牧民宜久其任，治效始著，而知府职任尤难，非老成廉能无过者不可

居其任。请自今同知一考无过者，升知府；知县二考无过者，升知州；县丞一考无过者，升

知县。从之。②

又明初设巡按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，“巡按则代天子巡狩，所按藩服大臣、府州县官诸考察，举

劾尤专，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”③。自明宣宗设立巡抚制度④，巡抚亦拥有巡按的权力，自是以

后，“天下司、府、州、县官贤否，独在抚按”⑤。林俊任四川巡抚，举荐幕僚范府知遂宁县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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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，本文所用潼南大佛寺石刻资料为刘师长东惠赠，兹谨致谢忱。
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５９，台湾 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１９６２年校印，第１１６１页。
《明史》卷７３《职官志二》，第１７６８页。
参见 《明史》卷９《宣宗纪》，第１１６页。
叶春及：《石洞集》卷２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集部，第１２８６册，第２５５页。



在其职权之内。据 《明史·林俊传》，林俊平定四川后，因得罪总督洪钟、御史俞缁，于正德六

年 （１５１１）十一月致仕①。又据潼南大佛寺嘉靖二年范府书 《题石磴琴声》：

十载携琴单父鸣，风熏民物自澄清。重登更得山前意，缓步犹闻云外声。岩半月明孤鹤

泪，江边风细老龙惊。寺僧索我留题石，漫写新诗旧墨屏。

嘉靖癸未，素渠子范府书。

可知范府知遂宁在正德年间，而非嘉靖朝，其任职年份大致在正德六年林俊致仕前。

此后范府以遂宁知县迁雅州知州，再擢重庆府同知，皆因政绩卓越之故。据明代文官考核制

度，“府、州、县正官三年一考，课于吏部，核其贤否而黜陟之”②。如前所引，同知、县丞一

考无过则可升知府、知县，而知县须二考无过方可升知州。又据 《明史·选举志三》载：“考满

之法，三年给由，曰初考，六年曰再考，九年曰通考。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。”③ 范府知遂宁县

后，“裁抑豪悍，修复学宫，易土城以石，永为一方保障，升雅州知州”④。范府增修石城在正

德十年 （１５１５）⑤，是时，范府当已通过初考留任。有明一代，除 “员缺应补不待满者”之 “推

升”，官员 “凡升迁，必满考”⑥，因此，范府由遂宁知县擢升雅州知州当在再考之后，即在正

德十三年前后。

关于范府除重庆府同知，乾隆 《贵州通志》称因平高继恩之乱有功。高继恩之乱，《明武宗

实录》“正德十四年六月庚寅”条载：

初，天全六番招讨高继恩数侵暴芦山民，知县屠峦稍裁抑之，尝系其所纵军士。继恩不

能平，执峦弟岱及吏数人，遂相讦奏。镇巡议处久不报，继恩愈益无惮，率众焚掠芦山之水

东清源乡，遂攻围县城。招讨杨世仁亦以事怨峦，乃助继恩兵，峦携家潜走雅州。⑦

据明王琼 《为地方紧急事》，正德十三年 （１５１８），朝廷因高继恩与屠峦相互讦奏，命四川巡抚
马昊勘问：

查得前项芦山县知县屠峦与天全六番招讨高继恩等各奏事情，已该都察院议拟，行巡抚

都御史马昊会同镇守、巡按，督同都布按三司、守巡等官勘问，干碍夷情重大，即便议处具

奏。于正德十三年三月内题奉圣旨，着镇巡等官勘问明白，议处停当来说。延今一年之上，

不见回奏。御史黎龙奏内开无前项奏行勘问缘由，显是彼处镇巡等官故违成命，不早勘断，

以致高继恩不畏国法，恃力仇杀，贻患地方，损伤国体。⑧

因马昊等人失职，以致于酿成祸患。正德十五年，四川巡按黎龙奉旨勘处，明高继恩、杨世仁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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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 《明史》卷１９４，第５１３８页。
《明太祖实录》卷４５，第８８２页。
《明史》卷７１《选举志三》，第１７２１页。
民国 《遂宁县志》卷６《政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２１册，第２８９页。
参见民国 《遂宁县志》卷１《城池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２１册，第１７页。
《明史》卷７１《选举志三》，第１７１６页。
《明武宗实录》卷１７５，第３４０４—３４０５页。
王琼：《晋溪本兵敷奏》卷８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２年，史部，第４７６册，第２５页。



罪行，并建议调兵征讨①。至正德十六年 （１５２１），四川抚按派兵 “剿天全六番招讨司乱夷，斩

招讨使高文林，擒招讨使高继恩”②。虽然乾隆 《雅州府志·秩官》、嘉庆 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

等皆未载范府参与平高继恩事，但范府时任雅州知州，自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又据前揭大足石刻

《林俊诗碑并跋》与潼南大佛寺题刻二则，范府已于嘉靖二年前离任雅州，则其任雅州知州一任

期满即擢升重庆府同知，可见在平高继恩之乱中范府功绩显著。由是推知，范府任重庆府同知当

在嘉靖元年 （１５２２）前后。乾隆 《雅州府志·秩官》及嘉庆 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载范府为正德

朝最后一任雅州知州与此正合。

二　以石刻核地方官之次第：明嘉靖朝大足知县
明嘉靖朝之大足知县，光绪、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俱录有４位，并各注所据。光绪志 《官师》：

袁衍：按，衍，桂林人，于嘉靖时任，曾补修城四门。旧县志作 “袁衍四”，误。见宝

顶山石刻。

唐鳌：嘉靖时任。按，鳌，临安人，见北山石记。

李茂阳：嘉靖时任。见董极 《孝泉碑记》。

董极：嘉靖时任。按，极修启圣乡贤名宦祠，建尊经阁。③

民国志 《职官表》：

嘉靖三年甲申：唐鳌，见北山石刻。

二十八年己酉：李茂阳，旧志注：“《云南通志》：‘知大足县，操谕有方，盗息民安，

以直忤上官，乞归。’”

三十七年戊午：董极，见赵贞吉 《建尊经阁碑记》。

四十年辛酉：袁衍，见宝顶山石刻。④

以上４位知县，李茂阳与董极之次第，二志所录无别，然考其所据，不无矛盾之处；袁衍与唐
鳌，二志所据石刻相同，排列次第却有别。

（一）李茂阳与董极

李茂阳，字三山，云南昆明人。据康熙 《云南府志·人物》，李茂阳以举人授四川南充教

谕，后因政绩显著迁大足知县。⑤ 李茂阳何时知大足县，康熙志阙如。李茂阳之科考年份，康熙

《云南府志·选举》、道光 《昆阳州志·选举》俱载为明嘉靖十三年 （１５３４）甲午科举人⑥。又
康熙 《云南府志·人物》称李茂阳与兄向阳于 “嘉靖癸卯、丙午相继举于乡”。李向阳，康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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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王琼：《晋溪本兵敷奏》卷８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４７６册，第２５—２６页。
《明世宗实录》卷３，第１３８页。
光绪 《大足县志》卷６《官师》。按，道光 《重庆府志·职官》“大足县知县”所载次第同 （道光 《重庆府

志》卷４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５册，第１５７页）。
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卷４《职官表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３８４号，第３７４—３７５页。
康熙 《云南府志》卷１２《人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１册，第３１６页。按，李茂阳任南
充教谕事，康熙 《顺庆府志·秩官》、嘉庆 《南充县志·职官》俱阙如。

参见康熙 《云南府志》卷１０《选举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１册，第２５５页；道光 《昆阳

州志》卷１２《选举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３册，第３６９页。



道光二志俱载为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举人，由是推之，李茂阳则为嘉靖丙午科举人，与二志

《选举志》所载不合。李茂阳任南充教谕事，嘉庆 《南充县志·职官表》、民国 《新修南充县

志·职官表》俱失载。

李茂阳之科考年份可据大足石刻所载其知大足县之年份推知。李茂阳知大足县的时间，光绪

《大足县志》所记有二：其 《舆地》 “孝泉井”条下记为 “嘉靖己酉”，即嘉靖二十八年

（１５４９），而该条下所录明董极 《孝泉碑记》又云 “嘉靖己卯，三山子李茂阳氏来令兹土”①。嘉

靖朝纪年无 “己卯”，则 “己卯”当为 “己酉”之误②。李茂阳擢升大足知县乃因其任教谕后，

南充县 “士类多所成就”③ 之故。一地之人才非朝夕可就，若李茂阳为丙午科举人，自其任南

充教谕至除大足知县，不过短短３年，实难取得 “士类多所成就”之政绩。由是观之，李茂阳

当为甲午科举人。康熙 《云南府志·人物》之 “丙午”，或因刊刻致误，或因修志者以茂阳为幼

弟，揣测其科考年份当晚于长兄而误改。

董极，其里籍、科第俱不可考。董极任大足知县的时间，据民国 《大足县志·文征上》所

录碑文有二：一为嘉靖乙酉。明赵贞吉 《尊经阁记》云：“嘉靖乙酉春，知大足县事董子极建阁

于学宫之左，以奉六籍。”④ 嘉靖乙酉，即嘉靖四年 （１５２５），与民国志 《职官表》所录矛盾。

一为嘉靖己酉后十年。董极 《孝泉碑记》云：“嘉靖己酉，三山子李茂阳氏来令兹土……因三山

子解绶，而匠遂停镌。逾十纪，余忝继其职。”⑤ 据该碑记，董极知大足县在李茂阳后１０年，即
在嘉靖己未前后，《尊经阁记》所载 “嘉靖乙酉”当误。

（二）袁衍与唐鳌

袁衍，广东临桂人，明正德十一年 （１５１６）举人。袁衍的仕宦履历有三：一为长乐县儒学
教谕。康熙 《长乐县志·秩官》、道光 《长乐县志·职官表》俱载袁衍于正德十二年任长乐县儒

学教谕⑥。二为长乐知县。雍正 《广西通志·选举》、嘉庆 《临桂县志·选举》俱载为 “长乐知

县”，任职年份未详⑦。三为大足知县，即光绪 《大足县志·官师》、民国 《大足县志·职官表》

所载。袁衍于长乐县所任究竟为儒学教谕还是知县？抑或以教谕迁知县？惜无文献可征。关于袁

衍知大足县的时间，光绪志录作嘉靖朝之首，民国志详载为嘉靖四十年 （１５６１），二志皆附注
“见宝顶山石刻”。考现存大足石刻，唯刻于宝顶山圣寿寺玉皇殿内明弘治十七年 （１５０４）曹琼
撰 《恩荣圣寿寺碑》碑阴之 《游宝顶寺和壁间郭通府韵》为袁衍所书：

游宝顶寺和壁间郭通府韵一首，虽词格鄙俗，殊不可观，将以纪岁月云耳。

拨冗春游眼界明，远迎萧鼓数山僧。观风愧我荒新政，爱古令工洗旧铭。草软陇头黄犊

卧，松香洞口白云生。千秋胜概都收览，谁禁禅堂笑语散。

时嘉靖庚寅仲春二日，知大足县事桂林袁衍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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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③
④
⑤
⑥

⑦

光绪 《大足县志》卷２《舆地》。
按，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录董极 《孝泉碑记》即为 “嘉靖己酉”。

康熙 《云南府志》卷１２《人物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１册，第３１６页。
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卷８《文征上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３８４号，第７１２页。
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卷８《文征上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３８４号，第７１５页。
参见康熙 《长乐县志》卷３《秩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广东府县志辑，巴蜀书社，１９９２年，第２３册，第
９７页；道光 《长乐县志》《职官表》卷２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广东府县志辑，第２３册，第２３７页。
参见雍正 《广西通志》卷７２《选举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５６７册，第２２９页；嘉庆 《临桂县志》

卷２３《选举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，第１５号，第３８０页。



据该诗刻末题，袁衍于嘉靖庚寅，即嘉靖九年已在大足知县任上。

唐鳌，云南临安人，明正德八年 （１５１３）举人①。据前文所揭大足北山佛湾 《林俊诗碑并

跋》末题 “嘉靖甲申秋八月吉，重庆府同知范府拜书，知大足县事临安唐鳌□”，可知嘉靖三年
（１５２４）唐鳌已任大足知县，则唐鳌早于袁衍任大足知县明矣。光绪志所录袁衍、唐鳌次第
当误。

民国志将袁衍列于唐鳌、李茂阳、董极３人之后，并以 “宝顶山石刻”为据，录其为嘉靖

四十年知县。嘉靖朝共４５年 （１５２２—１５６６），大足县令当不止４位。抑或袁衍于嘉靖四十年再次
任大足知县？宝顶山另有嘉靖四十年袁衍题刻？然据民国志所录大足石刻，宝顶山石刻为袁衍所

书者唯嘉靖庚寅年诗刻而已，则民国志所录当误。由是观之，就现存石刻资料而言，嘉靖朝大足

县令次第当为唐鳌、袁衍、李茂阳、董极。

三　以石刻校方志之讹漏：黄文与康圭
因年代久远，加之史乘无载，不少地方官之姓字里籍、仕宦履历等皆无传世文献可征。方志

纂修者或因未能充分搜集、考察石刻文献而漏载、误载地方官之仕宦履历；或因囿于当地文献资

料，在考察宦游他乡士子之履历时难免有不确之处。

（一）黄文

潼南大佛寺大佛洞右壁现存明成化二年 （１４６６）黄文书 “石磴琴声”并跋一则：

石磴琴声

予因公务至此，仅旬日。每登是磴，尝闻清音彻耳，宛若琴瑟之声，故名 “石磴琴

声”，以纪岁月云耳。

大明成化二年岁在丙戌中秋后三日丁巳，四川潼川州判官湖南星沙黄文书。

本山修造具戒比丘智慧镌石。

据其末题，黄文乃成化初年潼川州州判。黄文在四川之履历，未见载于四川方志。嘉靖 《四川

总志·郡县志·潼川州》、嘉庆 《四川通志·职官·潼川府》等俱未录明潼川州州判②，光绪

《新修潼川府志·职官》“明潼川州判官”条下亦阙如。③

考嘉靖 《长沙府志·选举》，其 “岁贡”条下列 “黄文，潼州州判”④，光绪 《湖南通志·

选举》“贡生”下列 “黄文，潼川通判”⑤，二志俱无任职年份。乾隆 《长沙府志·选举》、乾

隆 《湖南通志·选举》“贡生”条下俱录作州判，其任职年份、地点则阙如⑥。据潼南大佛寺石

刻，黄文乃四川潼川州州判，其任职之地非嘉靖志所录之 “潼州”，职事亦非光绪志所录 “通

判”。明初人才选拔采用进士、举贡、吏员 “三途并用”的方式，其中 “外官推官、知县及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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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雍正 《建水州志》卷５《选举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云南府县志辑，第５４册，第３３４页。
参见嘉靖 《四川总志》卷１１《郡县志·潼川州》，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”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１９８８年
影印本，史部，第４２册，第２１８页；嘉庆 《四川通志》卷１０２《职官·潼川府》，第３２０３—３２０４页。
参见光绪 《新修潼川府志》卷１９《职官》，“中国地方志集成”四川府县志辑，第１５册，第３８６页。
嘉靖 《长沙府志》卷３《选举》，明嘉靖十三年 （１５３４）刻本。
光绪 《湖南通志》卷１４６《选举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史部，第６４４册，第６３０页。
乾隆 《长沙府志》卷２７《选举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中地方，第２９９号，第６９５页；乾隆 《湖南通志》卷

８７《选举》，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”，齐鲁书社，１９９６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２１８册，第１９页。



官，由举人、贡生选”①。黄文以贡生授潼川州判官，其品秩虽不高，仅为从七品②，但因潼川

州在明代为直隶州，其州判亦属要职，地方志书不应失载。

（二）康圭

康圭，道光 《重庆府志·职官》 “大足县知县”条下列之于万历朝之首③；民国 《大足县

志·职官表》录为万历朝任职年份不详之大足知县，并附注其据云 “见宝顶圆觉洞石壁诗

刻”④。民国志所据之诗刻，即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圆觉洞甬道右壁之 《秋日同冯、罗斋长游圆觉

洞有怀》：

石室何年敞，山幽翠且重。晴云常满户，紫气欲摩空。一樽聊避俗，二妙更从容。踏遍

诸天路，悠然兴不穷。

岭南康圭题，门生冯臣虞、罗如纶刻。

据该诗刻末题，康圭为岭南人。考广东方志，万历 《广东通志·郡县志·广州府》“乡举”条下

载 “康圭，通判”，科考年份阙如⑤。雍正 《广东通志·选举》“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乡试榜”下

有康圭，其注云 “顺德人，通判”⑥。道光 《广东通志·选举》、咸丰 《顺德县志·选举表》俱

录康圭之姓字里籍、科考年份与任职地：“顺德人，字雅堂，乌蒙府通判”，“字雅堂，龙江人，

通判乌蒙府”，嘉靖三十四年 （１５５５）乙卯科举人。⑦ 关于康圭之任职年份，广东诸志皆阙如。
据咸丰 《顺德县志》等志，康圭在四川之职事为乌蒙府通判。乌蒙府，即乌蒙军民府，唐

时为南诏部地，宋大理时为乌蒙部地，元代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乌蒙路，隶属云南行省。明洪武十

五年 （１３８２）为乌蒙府，属云南布政司，十六年改属四川布政司，十七年升为军民府。⑧ 清雍
正五年 （１７２７），改设流官，隶云南。六年，置恩安、永善两县。九年，改名昭通府⑨。康圭在
四川之履历，四川、云南方志，如嘉庆 《四川通志·职官》、康熙 《云南通志·秩官》、嘉庆

《永善县志略》、宣统 《恩安县志·秩官》及民国 《昭通志稿·官师》等俱失载。据 《明史·职

官志四》，通判品秩为正六品，知县为正七品瑏瑠。康圭是否先以举人知大足县，再迁为乌蒙府通

判？不得而知。民国 《大足县志》仅据上文大足石刻而以康圭为万历朝大足知县，持说有失审谛。

综上所述，作为记录和保存地方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，地方石刻不仅可校该地区旧志之

讹漏，亦可补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地区旧志之缺略，更可为现今新志的编纂提供可靠的原始材料。
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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